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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知识论视域下的科学发现逻辑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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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科学发现逻辑受制于描述性的传统研究路径，经历衰落和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之下，计算知识论为科学发

现逻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规范性研究框架。该框架不仅为科学发现逻辑做了系统性辩护，而且围绕发现问题的可解性

做了许多规范性讨论。虽然其有关具体规范性的研究距离现实的科学发现仍然较远，但这一路径对未来发现逻辑研究

走向的启发意义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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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兴巴哈（Ｈ．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在１９３８年出版的《经验及预测》一书中将发现语境与辩护语境区别开
来，断言辩护语境是科学实践中唯一与知识论讨论相关的部分。这种语境区分“对整个二十世纪的科

学哲学产生了深重的影响”［１］ｖｉｉ。从此，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围和发展走向都由该语境区分

规定。几十年间，科学发现逻辑被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排除在了科学逻辑之外，证伪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

代表也相继接过了“没有科学发现的逻辑”的旗帜，科学发现研究陷入一片沉寂。

然而，科学发现逻辑的研究也有一些复苏的迹象。如，以汉森（Ｎ．Ｒ．Ｈａｎｓｏｎ）为代表的一批历史
主义学者提出了统一的抽象科学发现模式，为许多科学发现案例做了合理性重构；此外，以西蒙（Ｈ．Ａ．
Ｓｉｍｏｎ）为代表的一批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将发现看作问题求解，建构出了许多再发现科学定理的具体人
工智能程序。但不幸的是，前者常被批评为太过模糊和泛化，而后者又被历史主义诟病为颠倒了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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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在这种背景中，计算知识论另辟蹊径，围绕归纳问题的可解性展开分析，从而为发现逻辑研究提供

了一条规范性的研究路径，开拓了传统描述性发现逻辑之外的广阔领域。

ＫｅｖｉｎＫｅｌｌｙ是计算知识论的集大成者，是首位利用计算知识论系统性地考察科学推理问题的学者，
更是非常积极的“发现之友”。他从程序范式的角度思考发现方法，将研究核心锁定在解决发现问题的

可靠方法之上，为发现逻辑在科学逻辑中的合法地位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他在规范性发现逻

辑的框架内对发现问题复杂度的多重影响因素作了系统性考察。

１　为科学发现逻辑正名
将发现逻辑从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领域排除的呼声不断，使得为科学发现辩护成了每一位“发

现之友”的首要任务。反对科学发现逻辑的学者有如下两个共识：一是对科学发现的研究应该被排除

在科学逻辑之外，二是科学发现没有可以遵循的充分的方法。但是，在 Ｋｅｌｌｙ看来，这两点都是可以予
以反驳的———这正是Ｋｅｌｌｙ为发现逻辑进行辩护的基本思路。
１．１　澄清科学发现逻辑的本质

将发现逻辑排除在科学逻辑之外的观点有其深层渊源：一方面，科学推理研究以类似演绎逻辑的方

式进行，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着手寻找科学假说的知识论保障；另一方面，科学发现逻辑关注于新观

念如何被提出的描述性问题；发现逻辑因此被认为是对知识论探究而言多余的存在。

Ｋｅｌｌｙ认为发现逻辑的处境来自学界长期以来对发现逻辑的误读，他从如下几个方面澄清了发现研
究的本质：无论是科学辩护研究还是科学发现研究都应该实现研究范式上的转换，将研究锁定在从有限

数据序列（或与给定假说一起）得出相应行为和推测的程序及其可靠性之上；科学发现逻辑的核心不是

要解决描述性问题，而是要通过抽象的规范性讨论对发现问题的可解性作出刻画；科学发现程序与科学

检验程序有计算上的对称性，科学发现研究与科学辩护研究有相当的知识论意义。

１．１．１　关注推理程序
在语境区分的大背景之下，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当代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研究重点

就是寻求对理论假说的辩护。这种辩护是在关系范式下给出的，即通过寻求证据命题与假说命题之间

的似逻辑蕴涵关系得到。卡尔纳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的概率确证度理论是在关系范式下回答规范性问题的
典型。他认为“归纳类似于演绎，都关注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２］２０５，唯一不同在于归纳是扩充性的，即

前提到结论无法逻辑保真。“演绎有效的论证中，结论在前提为真的所有世界中都为真。好的归纳论

证，即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的世界集充分小，使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断言前提确证或部分蕴涵结论（这

个度，即结论在给定前提基础上的条件概率）。”［３］２３３－２５８通过其概率确证度概念，卡尔纳普为理论假说找

到了似逻辑蕴涵的合理推出关系，为其真理性做出了辩护。

然而，“辩护是确证关系满足之后达到的一种状态……因为确证提供辩护，它就在哲学上排除了所

有其他考虑，于是发现和可计算性与知识论无关，应该交由数学、心理学和计算科学中的合适专家讨

论。”［４］也就是说，在关系范式下，科学辩护的对象是已得的科学假说，无论是否将对假说的初步辩护包

含于发现语境之中，科学研究的知识论保证最终都只是通过科学辩护这一独立的环节获得。所以，作为

对提供知识论保证无足轻重的存在，科学发现逻辑被排除在了知识论的讨论之外。

有趣的是，卡尔纳普这一经典关系研究范式下的系统，却激发出了一个“全新、大胆、完全颠覆传统

的研究范式”［３］２３３－２５８———计算知识论。计算知识论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要用程序范式取代关系范式对科

学推理进行研究。与关系范式不同，它将方法看作从有限数据序列（或与给定假说一起）得出相应行为

和推测的程序。程序范式中，对假说的辩护不是通过对证据和已得假说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得到，而是

内蕴于对所有科学推理程序的分析之中：计算知识论认为“经验方法应该同逻辑方法一样逻辑可靠地

得到真理”［５］１５７－１７８。所谓逻辑可靠，即方法在与背景知识相容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能收敛到真理，方法

４３



第１８卷 侯旎：计算知识论视域下的科学发现逻辑研究

在越多的可能世界中收敛到真理则越可靠。因此计算知识论中，假说的辩护通过可靠的推理程序获得，

辩护研究演变成了对推理程序可靠性的研究。

这样，通过研究范式的转变，推理程序成了计算知识论视域中科学推理研究的对象。与关系范式中

的科学推理研究致力于澄清证据与假说之间的似逻辑蕴涵关系不同，对程序之可靠性的先验分析成了

计算知识论中科学推理研究的首要任务。这种看待科学推理的全新视角实际上突破了发现语境与辩护

语境区分的桎梏，将辩护研究看成内蕴于发现、检验、预测等所有科学推理过程之中的对推理程序是否

导向真理的方法论考量，这使得科学发现逻辑也因此具有了规范性的知识论意味。

１．１．２　抽象的、规范性研究
科学发现逻辑的反对者普遍将发现逻辑的对象理解为科学发现的实际过程，将科学发现逻辑关注

的主要问题看作是对人们实际发现过程进行刻画的描述性问题。但是科学发现的实际过程中杂糅了许

多心理和社会因素，单纯从逻辑的角度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刻画的，这种对实际的具体推理过程进行刻画

的问题也不是逻辑研究的合法课题，应该交由心理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经验科学来处理。而程序范式的

采用使得计算知识论将科学推理研究关注的对象锁定到了推理程序的可靠性之上，具体到科学发现研

究，对从证据得到假说的发现程序之可靠性的分析成为了其研究核心。

这种分析借鉴计算理论的思路进行。Ｋｅｌｌｙ将发现问题与不可计算问题类比，通过对特定发现问题
所有可能发现程序之可靠性的抽象研究分析其可解性。一个发现问题是可解的，当且仅当该问题具有

在给定意义上收敛到真理的发现程序。因此，对充分发现程序之存在性的考察是一种抽象的研究，正如

Ｋｅｌｌｙ所言：“一个给定形式系统中的证明如何存在，则给定程式化的系统中可枚举的假说产生程序就在
相同的抽象意义上存在。所以，发现逻辑是一个其关注对象包括所有可能程序的抽象研究。”［６］

对发现问题可解性的更深层次考察基于对其复杂度的分析，计算知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根据

复杂度对不同难度的发现问题做了分层。一个发现问题的复杂度由其最优的解决方案规定。对特定发

现问题而言，最优的发现程序能在可能的最严格意义上收敛到给定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无论是对前

述充分发现程序还是对这里的最优发现程序的寻求都属规范性的考虑，离不开对收敛标准、正确答案的

标准以及数据获得方式等多重影响因素的考察。可见，计算知识论视域下，从多角度入手寻求充分和最

优发现程序的探究方式不再具有经验科学的具体描述意味，而是一种抽象的、规范性研究进路。

Ｋｅｌｌｙ在这里实际做出了一个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层次区分，他将对科学发现行为的研究和对科学发
现问题的研究区别开来。对科学发现行为的研究，旨在对其进行刻画和解释，属心理学、社会学范畴；对

发现问题的研究，旨在分析其可解性和复杂度，探讨充分和最优科学发现程序的存在性，需通过对所有

可能科学发现程序的抽象、规范性讨论达到，属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讨论领域。

１．１．３　与科学辩护研究同等重要的知识论地位
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领域可以有研究科学发现的独特视角，并不足以构成对科学发现逻辑的完

整辩护。如果发现研究能讨论到的，通过辩护研究都能讨论，并且除此之外，发现逻辑也没有任何知识

论上的特殊意义，则发现逻辑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这正是劳丹（Ｌ．Ｌａｕｄａｎ）对发现逻辑的批评
思路。

Ｋｅｌｌｙ从程序范式角度对劳丹的想法做了如下解读：“劳丹可能预设了每个充足的发现方法都包含
一个子检验程序和列举假说并将检验适用于所列举假说之上的程序。因为检验程序已经提供了潜在的

知识论保证，所以，对知识论的实践而言，任何进一步将检验转化为发现程序的工作都是多余的”［６］。

这一挑战已经不再是关系范式下的责难，而是从程序范式内部对发现程序的诘问：是否所有发现程序的

知识论保证都须借由其中的子检验程序提供？发现程序研究是否具有提供知识论保证之外的其他知识

论意义？

从计算理论的角度分析，Ｋｅｌｌｙ认为发现程序和辩护程序“有计算上的对称性（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ｍｅ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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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ｙ）……发现程序可以由检验程序构建，检验程序同样可以通过发现程序构建”［６］，“事实上，对任何包
含在多项式时间可计算的全函数的潜在关系而言，其检验程序都通过发现程序建构而来”［７］１１。所以，

发现程序和检验程序中都应该蕴涵着为假说提供辩护的知识论考量，就为假说提供知识论保证而言，检

验研究并不具备比发现逻辑更为根本的地位。赖兴巴哈对“直接规则”的研究、蒯因（Ｗ．Ｖ．Ｑｕｉｎｅ）对
“因果过程”的分析以及劳丹对从合理性角度对“研究传统”的考察都表明了发现逻辑在知识论辩护之

外的多重意义［７］１２－１３。

至此，Ｋｅｌｌｙ将计算知识论视域下的科学发现逻辑之本质做了彻底的澄清。发现逻辑以发现程序的
可靠性为分析对象，以计算理论为分析手段，围绕特定发现问题对其所有可能的发现程序做抽象的、规

范性讨论，旨在得出能解决给定发现问题的充分和最优的发现程序，与科学检验研究占据同等重要的知

识论地位。

１．２　证明充分发现方法的存在
无论发现逻辑有多少非凡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意蕴，只要不存在充分的发现程序，规范性发现逻辑的

诉求就根本无法达到，那么对科学发现的这种抽象的规范性讨论也终究归于无意义。没有充分的发现

方法存在也正是卡尔纳普和亨佩尔（Ｃ．Ｇ．Ｈｅｍｐｅｌ）所持的观点。
充分发现方法的判断标准一直没有得到澄清，Ｋｅｌｌｙ在卡尔纳普充分性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具

操作性也更为严格的充分标准：“假说产生机器Ｍ对情境关系Ｓ是强充分的，当且仅当对任何 Ｓ－情境
Ｗ，根据Ｓ，Ｍ在Ｗ中不犯任何错误。”［６］这里的Ｓ为“合适关系”［６］，指的是假说和任何其它相关因素的
关系，从卡尔纳普“假说须是得到了很好确证的并且为观察到的事件提供了好的说明”［６］这一要求扩充

而来。

在此基础上，Ｋｅｌｌｙ证明“对任何递归可枚举的合适关系 Ｓ，都存在有相对 Ｓ强充分的假说产生机
器。”［６］换言之，“如果合适关系是递归可枚举的，则所讨论的机器存在。”［６］还证明出“许多‘完全不可

计算’的合适关系都有充分的发现逻辑。”［６］针对亨佩尔等人所担忧的包含理论术语的假说无法通过假

说产生机器得到的问题，Ｋｅｌｌｙ借用卡尔纳普在《可检验性和意义》中对理论假说的证实思路，定义了对
理论假说而言的合适关系，并构造出了相应的程式，证明了该程式能“创造”出满足该合适关系的包含

理论谓词的假说。

所以，“虽然这些基本事实并没有结论性的反驳存在的反生成论，它们已经表明这一观点是不安全

的”［６］。Ｋｅｌｌｙ已经证明，充分的发现程序至少在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

２　规范性发现逻辑框架下的具体研究
从Ｋｅｌｌｙ对发现逻辑的辩护可以看出，发现逻辑反对者们的错误根源正是他们“对发现逻辑之数学

背景和计算背景的忽略。”［６］正如Ｋｅｌｌｙ所言，“对发现逻辑之意义和范围的研究引起了大量的计算性问
题，而这些问题是在精确的计算理论背景之外甚至根本无法构建。”［７］６正是计算理论的运用才为科学发

现逻辑开辟出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Ｋｅｌｌｙ规范性发现理论的理论内核就在于程序视角和计算理论的分析思路。在此基础上，Ｋｅｌｌｙ为
科学发现提供了一个简单灵活的形式构图，这一构图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

一个证据语言和假说语言；

一个理论可能世界的空间；

一个形式协议，科学家通过它来获得证据；

一个理论家，他根据数据协议提供的证据提出假说；

一个合适标准，它规定出假说在可能世界中是否合适；

一个收敛标准，它约束理论家在给定可能世界中从给定数据收敛到某假说的收敛。［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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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素也都是影响发现问题可解性的因素。以发现问题的可解性和发现程序的可靠性为基本关

注点，Ｋｅｌｌｙ关于科学发现的规范性讨论也都围绕这些要素展开：不同的收敛标准对归纳问题的可解性
有何影响？数据、假说语言等发现问题的构成要素如何影响着发现问题的复杂度？传统方法论原则在

什么意义上对可靠发现有益？

２．１　系统性考察收敛标准
发现问题的可解性都是相对于具体的收敛成功标准而言的，从不同收敛标准出发分析给定归纳问

题的可解性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对不同收敛标准之下特定发现问题可解性以及权衡不同收敛标准

的讨论构成了计算知识论的一个重要工作。

不同的收敛标准来自对传统确定收敛标准的弱化。从皮尔斯（Ｃ．Ｓ．Ｐｅｉｒｃｅ）那里获得启发，Ｋｅｌｌｙ
注意到科学发现方法与一般算法有一个重要差别：它难以“逻辑保证确定地收敛到正确答案，即输出正

确的答案并停止（也即用停止确定地表明这个输出是正确的）”［９］４，事实上，“一个方法可以在逻辑上保

证固定到真理，却一直未给出它已经发现真理的标志”［９］４。所以Ｋｅｌｌｙ认为应该弱化发现方法的收敛标
准，放弃确定性要求，从未来的长远角度考察方法的成功。

基于长期视角的方法论讨论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极限中可靠的方法论原则如何在短期内更

好地表现。出于对方法论原则短期表现的考虑，计算知识论对追求最少心智变化次数的稳定收敛以及

追求收敛时间最小化的快速收敛这两个知识论标准做了详细考察。这两个标准亦非常符合我们的直

觉，前者要求方法保证得到的知识更稳定，而后者则是要求方法更高效。

计算知识论的许多讨论都已经表明将最小化心智变化的标准纳入考虑能更好地限制方法在短期内

的表现。“最小化心智变化的原则决定了归纳概括的输出内容，却并没有决定其时间。”［５］１５７－１７８换言之，

将稳定收敛的要求纳入考虑，发现方法会倾向于输出需要最少心智变化的假说，稳定收敛是在输出内容

上对方法的限制。但是仅考虑使心智变化次数最少这一标准，发现方法有可能会长时间不作出超越给

定数据的跳跃式发现。这就要求将快速收敛的标准纳入考虑范围，从收敛的时间上对发现方法加以约

束。毋庸置疑，要求方法尽可能快地收敛到正确假说是基于方法短期表现的考虑。

有限样本收敛和有限心智变化收敛只是计算知识论着重讨论的两个收敛标准。事实上，为了更全

面的分析发现问题的可解性，Ｋｅｌｌｙ列出了从有限样本收敛、有限心智变化收敛、极限收敛到逐步收敛的
一系列收敛标准，并通过拓扑概念对给定归纳问题在每种收敛标准上的相应复杂度做了刻画［９］３８－１１６。

２．２　进一步解析多重复杂度影响因素
收敛标准是分析发现问题可解性和复杂度的必要参照，但是发现问题可解性的影响因素远不止于

此。计算知识论中，假说语言、证据语言、规定科学家获得数据方式的数据协议、背景知识所规定的可能

世界以及假说产生方法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发现问题的本体论基础。Ｋｅｌｌｙ对这些要素对发现问题复
杂性的影响做了一些详细的审查。

直觉上来说，假说语言越丰富，发现问题越复杂，因为丰富的假说语言提供了更多需要厘清的可能

性。Ｋｅｌｌｙ将这种直觉诉诸于清楚严格的分析之中，他在假说语言的四个语形特征———谓词数量、函数
符数量、是否具有等价谓词、量词前缀的复杂性———基础上定义出了假说语言复杂性的四维度量方式，

并进一步根据四个不同的收敛标准，系统性地考察了不同假说语言对在这些语言中发现一个完全的、真

理论的问题的难度的限制，得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结果［９］２９６－３０１。

在证据语言上，长期以来的计算知识论研究都将证据语言处理为不含量词的，这似乎符合科学家总

是只得到有限的证据这一直觉。但是除了直接来源于世界的单个证据之外，科学家也会将经验规律作

为其输入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或新的发现。基于此，Ｋｅｌｌｙ考察了含量词的证据语言对发现问题
复杂性的影响，他根据数据公式的量词前缀复杂性得出了一个归纳问题的层级，对能从给定复杂性的数

据中可靠推出的假说的量词复杂性做了限制［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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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协议是世界联系数据和科学家行为的倾向。计算知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数据协议对发

现问题可解性的影响：一是围绕即时性和历时性的数据协议展开，即讨论科学家过去的行为和预测影响

和不影响当前证据获得两种情况下的问题可解性；另一个方面的讨论围绕数据协议是主动还是被动展

开，如果数据协议是主动的，则科学家所获得的数据是理论负载的，在不同的系统中，数据、真等核心概

念都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就涉及到了相对主义的问题。在计算知识论的视域中，Ｋｅｌｌｙ从可靠收敛
到真理的角度对数据协议的这两个方面做了详细分析。

在计算知识论中，背景知识是被给定的，讨论背景知识对发现问题可解性的影响没有实质的规范性

意义。Ｋｅｌｌｙ对背景知识的这种处理遭到了苏佩斯（Ｐ．Ｓｕｐｐｅｓ）的批评：“Ｋｅｌｌｙ的基本思想是康德式的，
即科学家带入具体科学研究的背景假说应该被处理为先验的，可靠研究的逻辑都相对于这些背景假设

而言。”［１０］这种先验的背景知识无法就经验获得修正和省察，一般的回应方式是借用另外的方法来讨论

前一方法中预设的背景知识，但是这必然涉及到无限倒退的问题，Ｋｅｌｌｙ亦对此作了详细考察［１１］１９９－２１７。

针对假说产生方法对发现问题可解性的影响，Ｋｅｌｌｙ一方面对其可计算程度与可靠性的关系作了分析，
另一方面也就方法是否遵循传统的方法论原则的不同情况作了详细考察。

２．３　重新审视传统方法论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视角与程序范式的结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正面作用，使计算知识论中对方法的

评价和选择能更好地坚持求真诉求。如Ｋｅｌｌｙ自己所言：“关系概念表明我们持短期的视角并且只要有
某个弱于又类似于蕴涵的相似概念就排除错误的可能性。程序概念则提倡另一种回应：抛弃停止要求，

因为程序一旦停止，答案即便错误也难以撤回并得到修正。……瞬时的、部分支持的基本观念就被可错

但自我纠正并收敛到正确答案的实用观念替代了。”［４］

与传统关系范式着眼于当下、保留确定性要求而弱化求真诉求至合理性诉求不同，计算知识论选择

放眼未来、弱化收敛标准、放弃确定性收敛要求而保留求真追求。因此，通过采用弱化收敛标准的程序

范式，计算知识论将对发现方法的分析锁定在了其长期中的求真目标上，这也正是Ｋｅｌｌｙ如此重视方法
可靠性的原因。

正如有学者已指出，计算知识论实际是一种假言律令式的目标 －手段（ｍｅａｎｓ－ｅｎｄ）知识论［１２］，其

中对所有方法论原则的分析都以特定收敛意义上的求真目标为参考。在此思路下，计算知识论详细考

察了传统方法论中的简单性原则，阐明了该原则在发现真理中的具体作用。Ｋｅｌｌｙ在多篇文章中详细讨
论并清晰地证明了奥卡姆剃刀的作用，其分析的结果是：简单性原则虽然没有直接指向真理，却能减少

心智变化次数，提高方法发现真理的效率［１３］。

简单性原则之外，Ｋｅｌｌｙ还详细讨论了另一个传统方法论原则———一致性。对这个原则的讨论源自
理想主体和可计算主体的区分。传统方法论讨论都预设了理想主体，这样的推理主体虽然同我们一样

只能获得有限的经验数据，却不受任何计算限制，能确定给定案例中的所有数学关系。无论如何，科学

家都不是理想主体。基于这样的考虑，Ｋｅｌｌｙ认为有必要对传统方法论原则进行限制。如前所述，Ｋｅｌｌｙ
将方法理解为程序，认为“方法应该是有严格的步骤可以遵循的”［９］１５８，所以他认为“图灵可计算似乎是

对方法论原则的一个自然限制”［９］５８。

一致性对理想方法可靠性的意义显而易见，但是在可计算方法的可靠性是否同样有益呢？Ｋｅｌｌｙ得
出的基本结论是：一致性原则对可计算方法的可靠性是限制性的，即存在有这样的归纳问题，可计算方

法只有在不遵循一致性原则的时候才能解决它［４］。

从计算知识论对这些方法论原则的考察也不难看出，通过清晰区分理想主体和可计算主体，以长期

的求真目标为指导，传统以短期合理性为目标的方法论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具体作用方式都得到了更为

清楚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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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Ｋｅｌｌｙ基于可计算理论的可靠发现逻辑，产生于“发现之友”与发现逻辑的反对者们激烈论争的大

背景之下，为科学发现逻辑和整个科学逻辑研究提供了非常新颖的视角。计算理论分析方法的引入将

科学发现逻辑从为科学发现过程做刻画的狭小描述性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开拓了发现逻辑的广阔规

范性讨论领域。

将发现方法处理为程序并弱化收敛标准，Ｋｅｌｌｙ不仅将知识论学者长久以来的求真追求作为了方法
论分析的基本点，还将更多发现问题纳入考察范围，使科学发现问题的难度得以具体评估和比较，而不

是笼统地被看作不可解决的。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怀疑主义的部分回应，走了一条介于乐观主义与悲观

主义之间的中庸道路。

在规范性科学发现逻辑的新疆域之下，Ｋｅｌｌｙ对发现问题复杂度的多重影响因素作了考察。这些努
力虽然成果颇丰，却也仍然只是规范性发现逻辑框架下的初步探索：现有的分析仍然是有多重限制下、

极度简化了的抽象讨论，离实实在在的科学发现情境仍然太过遥远。但这种不足不应该构成放弃计算

知识论路径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发现研究者的启示，正是这些不充分的地方构成了未来发现逻辑研究者

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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